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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比《太平广记》等史料中关于婚姻礼俗的描写和唐律中对婚姻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婚姻缔结条件、婚

姻仪式、婚姻关系解除这三个方面中，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实际生活中的婚姻礼俗具有一定的异同，在唐

代严格的法律规定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地违反唐律的婚姻实态。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儒家思想衰微、

贫富差距较大、妇女地位提高等社会背景是影响唐律实施的主要原因。总体来说，唐代真实的婚姻生活

是在遵从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的，唐代对于婚姻的法律规定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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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escription of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in Taiping Guangji and other his-
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f marriage in Tang Law, the marriage system in 
Tang dynasty has certai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marriage rituals and customs in real 
life in terms of marriage concluding conditions, marriage ceremony and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strict legal provisions of Tang dynasty, different degrees of marriage vio-
lated the law of Tang dynasty. The strong national power,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decl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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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other social back-
ground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ng Law. In general, the real mar-
riage life in Tang dynasty made breakthroughs on the basis of obeying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marriage in Tang dynasty were constantly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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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兼容并包等多重

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繁盛的封建帝国，俗称大唐盛世。婚姻作为社会礼教必不可少

的一环，在唐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发生了一些变化，种族和宗教的影响相互交织也造就了

独特的唐代婚姻。唐代法律中关于婚姻制度的规定更是别出心裁，不仅极为严谨细致，而且具有一定的

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分析《太平广记》中关于婚姻礼俗的描写，结合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书以及唐

代墓志中对于婚姻礼俗、制度的记载，对比《唐律疏议》《唐会要》等唐律中对婚姻制度的法律规定，以

探究唐代婚姻制度与唐人生活实际的一些差别，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唐律实施的原因。这不仅对探究唐代

婚姻法律的具体实施有所帮助，而且能使人们对唐代婚姻生活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更加走近唐代百姓的

生活，得到一幅更加生动鲜活的唐史画卷。 

2. 婚姻缔结条件异同 

2.1. 法定适婚年龄与现实中的“异龄婚嫁”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婚姻观念。中国古

代对结婚年龄有严格的限制，男女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要结婚，成家立业。一般情况下，男子二十及冠，

女子十五及笄，按照礼法的要求，男女行完冠礼、笄礼就算成年，就到了该嫁娶的时候。唐代的男女适

婚年龄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规定，具体体现在贞观和开元两代。 

2.1.1. 唐律规定的法定适婚年龄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颁发诏令：“其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男年二

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1]这是唐代第一次规定男女结婚的年龄。从诏令中可

知，法律规定唐代的适婚年龄为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但到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李隆基又

规定了新的适婚年龄。《唐会要》卷 83《嫁娶》中记载：“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1], p. 
1527)与前代相比，唐玄宗时期男子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了五岁，女子降低了两岁。 

唐代法定的结婚年龄，男子大致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女子大致在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唐律

疏议》中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2]由此可知唐代男女嫁娶一定要遵

守法律规定，如果违反法律，亲属和媒人都要受到处罚。其中也包括对适婚年龄的法律规定，如果早于

或晚于这个年龄结婚，亲属和媒人也要被处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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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太平广记》中的“异龄婚嫁” 
《太平广记》中对于男女的结婚年龄有许多记载。比如“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姻”[3]。

故事中这位青年男子刚刚成年就想要结婚，这可能是受到了中国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

念的影响。早些结婚成家，就能够有更多的子嗣，从而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在古人看来，男女双方缔结

婚姻不仅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而且对于大家庭乃至整个家族来说都事关重大，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义

务。关于女子的结婚年龄，《太平广记》有以下记载：“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

[4]还有“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4], p. 1146)这些故事都表明，在唐代的婚姻生活中，女子笄而婚

嫁是较为普遍的。 
但其实唐代人们结婚的实际年龄，远比唐律规定得复杂。以女子结婚年龄为例，《太平广记》中的

记载虽然大多数女性都是笄而嫁之，但也出现了许多“异龄婚嫁”的现象，一般情况下都是年龄超出。

《太平广记》卷 159《定婚店》中韦固的妻子结婚时大约有十六七岁；还有在卷 271《邓廉妻》中邓去世

的时候她的妻子才十八岁，结婚大约一年她的丈夫邓廉就去世了，由此推算出她的出嫁年龄大约为十七

岁左右。《太平广记》卷 159《崔元综》中记载，已经五十八岁的崔元综和侍郎韦陟十九岁的堂妹结婚了，

虽然女孩觉得崔元综的年龄过大，但还是嫁给了他([4], p. 1144)。在这里，韦险的堂妹并没有嫌崔元综年

老而嫁给他的理由应该是这个女孩已经十九岁，早就过了“笄而嫁之”的最佳适婚年龄有关。 
《唐代墓志汇编》一书中记载唐代妇女的实际结婚年龄最小为 11 岁，最大为 27 岁，大多数都是在

14 岁到 19 岁之间结婚，这之中 15 岁结婚的人是最多的[5]。对于男性的结婚年龄，《唐代墓志汇编》中

也有记载，以唐代太原王氏为例：唐代初期，王氏大多选择在 16 岁到 28 岁之间结婚，最小 11 岁，最高

年龄则达到了 39 岁；唐代中期王氏的结婚年龄则在 18 岁到 31 岁之间达到高峰，甚至有人到了 42 岁才

结婚。据统计，唐初太原王氏男性的平均婚龄为 23.41 岁，而到了唐代中期则增加为 25.41 岁，这与唐太

宗时期规定的二十岁和唐玄宗时期规定的十五岁结婚都相差甚远。但总体来说，唐代中期王氏男性平均

结婚年龄与初唐时期相比上升了 2 岁[6]。 

2.1.3. 社会动荡与贫富差距导致“异龄婚嫁” 
对比唐律中的法律规定和《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发现唐代婚姻礼俗在适婚年龄这一方面大多与唐

律规定相符，但也出现了一些个例，就如前文所提到的许多“异龄婚嫁”的例子。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唐

代的时代背景有关。出于各种原因，人们的实际结婚年龄确实和法定适婚年龄不同，例如在国泰民安、

社会稳定之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人们就会及时缔结婚姻；但如果是国家动荡不安之时，婚嫁可能

就无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婚嫁年龄。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社会上大多数

百姓无法及时结婚。唐太宗李世民与唐玄宗李隆基这两代皇帝对婚嫁年龄的规定不同，可能就是因为社

会环境的不同。白居易在《赠友五首》中也描写了因为战争导致的婚嫁过晚的场景：“近代多离乱，婚姻

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7]杜甫在《负薪行》中也写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

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8]由此可知在战乱时，人们是很难婚嫁的。 
其次，贫富差距也是影响实际婚龄的重要因素。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诗《议婚》中就揭露了贫富差

距的问题：“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9]由此可知，由于家境不同，富

家小姐可以早早出嫁，婚姻幸福美满；而穷人家的女儿有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还无法找到婆家，即便出

嫁了，她们也会因为青春已逝、容颜不再而得不到丈夫的宠爱，只能每日忙于孝敬公婆，打扫家务，命

运十分悲惨。 

2.2. 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 

在中国古代，结婚要顺从父母的意愿，并经过媒人的牵线，这是缔结婚姻的必备条件，并且由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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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媒妁就是媒人的意思，他们会了解、收集、传递男女双方的家庭、婚姻状况，尽力牵线搭桥，促成男

女结为夫妻。除了媒人牵线之外，封建社会中的婚姻，特别是在女性的择偶问题上，大多由封建家庭的

大家长父母及长辈做主。《诗经》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10]由
此看来，如果缔结婚姻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将被视为异端，为礼法所不容。到了唐代，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被列入法律法规条文之中，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必备条件。 

2.2.1. 唐律规定的婚姻缔结方式 
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代在法律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唐代主导婚姻的一般是父母、尊长，

《唐律疏议》对父母和尊长主导婚姻的权利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唐代婚姻关系的缔

结必须要有主婚人，这是缔结婚姻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那么这段婚姻就会被认为是无效的。唐代具

有行使“父母之命”权力的亲属范围广泛，几乎包括了五服之内的所有亲属，其中祖父母和父母的权力

最大，幼辈只能听从他们的命令，和他们挑选好的配偶缔结婚姻，处于被动且别无选择的无奈地位。 
《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己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

尊长。违者，杖一百。”([2], p. 223)由此可知唐律规定如果子女等晚辈因为公务、私事外出不在家时，父

母长辈就可以自行安排他们的婚姻大事。如果儿孙在外已经有了婚约，但只要还没有最终完成婚姻程序，

就必须听从父母长辈的命令，如果违反了命令，就要被杖打一百下。 
《唐律疏议》中也记载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11]的法律条文。由此可知媒人也是唐代法律中缔

结婚姻不可忽略的条件。如果社会中出现了婚姻违律的情况，媒人也无法逃脱国家法律的处罚，“假有

同姓为婚，合徒二年……其媒人犹徒一年，未成者杖六十……凡违律为婚，……媒人，各减奸罪一等。”

([2], p. 228)还有“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从不应为重，杖八十；其丧从轻，合笞四十。”([11], p. 
218)由此来看身为媒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促成婚姻，除了需要了解双方婚嫁与否等一些基本的信息，还

必须深入了解两人家庭成员的状况，熟知国家的婚姻条例，这些都要求媒人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 

2.2.2. 《太平广记》中的婚姻缔结自由 
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在《太平广记》中多有体现。在卷 159《武殷》中，武殷与

表妹两情相悦，但表妹却被父母逼迫嫁给他人([4], p. 1145)。又如卷 160《灌园婴女》中，廉使知道秀才

出身书香门第，很欣赏他的学识，“乃以幼女妻之”([3], p. 1152)。在卷 224《苏氏女》中，信都的富翁

苏某为自己的十个女儿挑选称心如意的女婿，将大女儿嫁给了榜上有名但还未授官的魏知古[12]。而在卷

169《杨素》中记载：“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13]在这个故事里，伯父杨

素主宰了侄女的命运，同时扮演了主婚人和媒人的双重角色。卷 159《卢承业女》中，卢承庆想要把刚刚

成年的侄女嫁出去，就和弟弟卢承业合伙商议将侄女嫁给了裴居道([4], p. 1144)。由此可知，由于父母不

在，这名女孩的配偶便由自己的叔叔们决定。总之不论是何种情况，唐代男女缔结婚姻大多数是取决于

父母或家中长辈的意见，广义上的“父母之命”对婚姻缔结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媒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缔结中，媒人常常起到促进男女喜结连理的桥梁作用，对于婚

姻缔结的作用很大。在《太平广记》中记载：“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14]还有卷 168《郑雍》

记载：“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日：‘张郎今日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

[15]卷 63《崔书生》则讲述了崔书生与西王母女儿玉卮娘子的爱情故事，两人是通过一位“老青衣”做媒

人牵线搭桥才缔结婚姻的[16]。不过由于媒人会收取一定的酬劳，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贪恋钱财而不顾职业

道德的媒人，因此在唐律中也有所规定，这在前文中有所提及。 
尽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但在《太平广记》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

事，一些青年男女不愿受父母与媒人的限制，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卷 274 中《买粉儿》一文描写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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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富贵人家的男子对一个卖胡粉的女子一见钟情，后来这二人经历艰难险阻，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17]。
卷 487《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与李益相互爱慕，私定终身[18]。在卷 488《莺莺传》中，从小在封建家庭

的严格教养下长大的崔莺莺，对封建礼法视而不见，与张生恋爱，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19]。虽然最终他

们没有走到一起，但这对于封建传统的婚姻观念来说是一次很大的突破。而卷 484《李娃传》所记录的故

事与《莺莺传》相比则有了长足的进步：荥阳公子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与长安歌舞艺人李娃相恋，两

人的身份本相差悬殊，但他们却勇敢地追逐自己的幸福，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作斗争，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结为夫妻，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20]。这些故事都反映了在那个时代里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自由追

求，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种自由追求都表现出唐代人民在婚姻观念上的初步觉醒，他们更加注重自己

的情感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幸福为首要目的，这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 

2.2.3. 运行机制漏洞、儒家礼法衰微等因素导致婚姻缔结自由 
对比《太平广记》和唐律中有关婚姻缔结关系的记载，发现在唐律的规定中，唐代实行的是较为严

格的包办婚姻，要求在缔结婚姻时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的自主意愿往往被忽视，他们不

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配偶，这也造成了许多爱情悲剧。但在《太平广记》的许多故事里，已经出

现了一些自由恋爱，敢于打破父母包办婚姻的枷锁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男女二人两情相悦、私

定终生的自由婚姻非但没有遭到世人的鄙弃，反而被收录进了书中，有的甚至改编成戏曲被世代传颂，

可见唐代自由婚姻的普遍。 
在明晰的唐律规定之下，社会上仍然有不遵守法律的自主婚姻的现象出现，分析其原因，首先应该

与唐律对其规定的严苛程度有关。唐代法律规定看似十分严厉，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形成了一种如果长

辈不上诉，官府就不会主动追责的运作机制，唐律也为出行或在外工作的子孙自由选择配偶提供了方便。

所以只要不在家中或者父母默认这门婚事，唐代男女缔结婚姻就可以不受他们的约束，甚至会有父母十

分开明，完全会依据子女的意愿为其选择配偶。综上所述，唐律中对于包办婚姻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十分

严格，使得很多人都会违反法律而自由缔结婚姻。 
其次，唐代经过魏晋时期玄学的鼎盛，经过九品中正制的衰落，西汉以来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

不复存在。中国本土的道教，印度传来的佛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在唐代开放包容的

风气下迅速传播，体现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男尊女卑等婚姻观念受到沉重

打击，自由、包容、开放的婚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显现出来。 
最后，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势力已经逐渐落寞，而隋唐推行的新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也给了旧门阀士族沉重打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逐渐衰落。在新

兴的科举制影响下，社会上重视知识与才干的择偶风气开始流行，人们开始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自由择婿”和“榜下选婿”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3. 婚礼仪式繁简 

3.1. “六礼”的复杂程序与简化仪式 

在中国宗法社会中，婚姻仪式是十分严谨而隆重的，唐代的婚姻仪式也延续了前代，称为“六礼”。

“六礼”这个词语，源于《仪礼·士婚礼》，一共有六种礼仪，分别是问名、纳采、纳吉、纳征、请期和

亲迎。问名和纳采为议婚阶段，纳吉和纳征为订婚阶段，请期和亲迎则是成婚阶段。 

3.1.1. 唐律规定中“六礼”的复杂程序 
关于六礼，在《唐律疏议》和相关史书中有明确的条文。《唐律疏议·户婚》规定：“妻者，传家

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11], p. 216)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左司郎中唐绍上奏建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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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1], p. 1529)这说明六礼仪式是唐代结婚时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固定程序。 
1) 问名。通常情况下，男方会请媒人询问女方的姓名以及出生年月，以占卜判断两人是否合适。《太

平广记》中记载：“唐裴筠婚箫遘女，问名未几，便擢进士第。”[21] 
2) 纳采。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先由媒人传达男方家对于这门婚事的意愿，然后男方需要将一只大

雁送到女方家中以表示自己对婚姻的忠贞。《仪礼·士昏礼》中就有记载记载：“下达，纳采用雁。”

[22]《太平广记》中卢生举行婚礼时“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4], p. 1147)在卢生举行婚礼的

纳采过程中，还进行了纳吉时的占卜问名程序，由此推断唐代时期的问名、纳采与纳吉程序可能已经合

并了。 
3) 纳吉。在中国古代，一般会通过占卜吉凶来判定男女双方是否能够缔结婚姻，如果合适则以书面

形式将男方的身份地位、有无妻妾、健康与否等情况告诉女方，而女方也需要将这一类的情况告诉男方。

这些程序都进行完毕后双方就可以缔结婚书了。《太平广记》就有记载：“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

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4], p. 1147) 
4) 纳征。纳征就是下聘礼，是六礼中的核心内容。男方在纳吉之后，需要将聘礼送到女方家中，纳

征完成后婚姻关系才算正式确立。《太平广记》载：“诸遂备缚币迎之。”[23]“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

为盟而别。”[24]唐代法律对于聘财的内容、数量进行了明确规定，可以作为聘礼的物品有很多，除了最

常见的金银财宝之外，还可以是丝绸、珠宝、飞禽走兽、甚至是举办宴请的酒食钱等。 
唐律对纳吉和纳征这一订婚阶段有明确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

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11], p. 213)唐代法律明文规定，无论是以婚书为凭还是聘财为证，一旦双方

达成婚约并接受，即便婚礼尚未举行，法律也认可其婚姻关系的有效性。只要男女双方已有婚约，如果

一方悔婚就会受到处罚，唐律规定女子“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

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2], p. 214)，“若男家自悔者，无罪，聘财不追”([2], 
p. 213)，即男方如果后悔这门婚事，只要损失一定的钱财就可以解除婚约，不会受到处罚，但如果是女方

悔婚，就要被杖打一百下。总而言之，在唐代的婚姻中，女方在婚姻中的地位要比男方低很多。 
5) 请期。请期指男方家占卜亲迎成亲的吉日，择定结婚日期，然后告知女方家。《太平广记》中也

有许多记载：卷 419《柳毅》中就有“毅乃卜日就礼”[25]，即柳毅挑选好日子与妻子结婚。这个日子一

经确立后，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擅自更改的。据《唐律疏议》规定：“即应为婚，虽己纳聘，期要未至而强

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2], p. 227)这项条文的意思是，如果男方在婚期还没有到的时

候就迎娶属于强娶，如果强娶就要被杖打一百下；如果婚期已经到了，但是女方却故意拖延不愿缔结婚

姻的话，那么女方家就要被杖打一百下。这体现出唐律对于婚期的重视，以此完善婚姻程序。 
6) 亲迎。亲迎是六礼的最后一礼，也是整个婚姻程序中最为隆重热闹的一个环节。在前五礼，都是

男方的家人或者媒人去女方家中，只有亲迎这一礼节需要男子亲自登门将女子迎娶到自己家中。到了亲

迎时，丈夫需要为新妇驾车，接女方到自己家中。《太平广记》中记载：“俄而礼与香车皆具，华烛前

引，自两厅于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床一周，自南门入。”[26]古时亲迎的时间与现在有所不同，现

在的亲迎仪式一般在上午举行，中午十二点前就最好结束，但古代会在傍晚举行，持续到深夜。 

3.1.2. 《太平广记》中对婚姻仪式的简化 
《太平广记》卷 342《华州参军》记载了一则较为完整的婚嫁故事。华州名门望族的后代柳参军在长

安曲江邂逅绝代佳人崔氏，两人互生好感。但崔氏的舅舅却抢先提亲，想让崔氏嫁给自己的儿子王生。

崔氏却不肯嫁给表哥王生，只愿意嫁给柳参军。崔母不愿看女儿受苦，就命人给柳参军递话：“今小娘

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两三日内就礼事。”[27]柳参军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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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彩礼，在约定的时间里和崔氏结婚。等到崔氏的母亲去世时，柳参军和妻子崔氏一起来奔丧。王生看

见了，急忙告诉父亲，他的父亲擒住柳参军，柳参军却说自己是在岳母那里纳采娶妻，并不是越过礼节

私自迎娶崔氏，家中老少都知道这件事。但这时崔母已经去世，没有人可以证明。于是他们诉讼到官府，

官府断定是王家先向崔氏下婚书，崔氏应该属于王家。 
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柳参军还是王生，他们都没有完全按照六礼程序完成婚姻。柳参军没有报婚

书仅仅凭借几百钱的彩礼就与崔氏完婚。王生只订了婚却并没有给予女方聘财即纳征就被官府判为崔氏

的合法丈夫。在唐代民间社会，“报婚书”或“受聘财”这两个条件只要有其一，婚姻关系就能成立。可

见唐代婚姻仪式并非完全按照法定六礼的繁杂程序，而是有一定简化和删减的。 

3.1.3. 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导致法定复杂程序无法实施 
在对比《太平广记》和唐律的过程中，发现在唐代社会缔结婚姻时，有时会简化婚姻的仪式，并不是完

全按照法定的六礼程序来完婚的。民间也有贫穷的人家因为负担不起六礼仪式的巨额开支，节俭从事。一般

来说，只要是有婚书或是女方接受了男方的聘财，婚姻就能成立，而且“报婚书”是优先于“受聘财”的。 
中国古代的六礼，不管是固定程序还是内容都十分复杂。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三国、魏晋南北

朝以来，由于战乱动荡、民不聊生，六礼在具体实施中已经不具有可行性，无法实施。唐代的婚姻仪式

虽然继承了一些六礼的内容，但也有删改变化的地方。唐代的婚姻仪式对六礼呈现出既有沿袭又有突破

的时代特点，比如将问名、纳采、纳吉程序合并，又比如缔结婚姻只需婚书或聘财。虽然唐代法律非常

重视六礼这一必经程序，但六礼中各个仪式的效力却不尽相同。在唐代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也根据六礼

在现实情况中的可行性而有所侧重，进行了一定的删改。 

3.2. 妇见礼、障车习俗与法律的异同 

除了历代嫁娶的固定程序六礼之外，唐代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婚姻礼俗，比如催妆、障车、妇见、

青庐、却扇等。在这里详细介绍妇见礼和障车两种习俗。 

3.2.1. 唐律规定与《太平广记》中的妇见礼 
第一是妇见礼，也叫舅姑礼，即新妇拜见公婆。《唐会要》卷 83 记载：“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

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1], p. 1529)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代的统治者对妇见礼十公重

视，就连皇室的女子出嫁后也要向比自己低贱的公婆行礼。对普通百姓之家来说，见舅姑更是必须要遵

循的婚姻礼俗。婚礼仪式仅仅表示新郎和新娘已经正式缔结婚姻，但这不代表新娘就是新郎家中的一员。

新娘只有行完妇见礼后，即在亲迎完毕的第二天早晨拜见公婆后才真正算是男方的亲属[28]。《太平广记》

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遂有奴数十辈。自外正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

锦步障，夫人衣礼服，垂佩而入，修妇礼毕。”[29]又如“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窗前拜舅姑。妆罢低眉

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30]这些史料都证明了唐代社会确实存在舅姑礼。 

3.2.2. 唐律规定禁止障车与《太平广记》中障车屡禁不止 
第二为障车。障车的礼俗，兴盛于唐代。在亲迎途中，众人会聚集在婚车前阻挡其前进，向男方索

要酒食财物并戏乐新妇等。在障车这一习俗上，起初本是想聚众欢乐、表达喜庆热闹，但是逐渐发展为

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甚至会出现许多不良事件，所以在唐睿宗时，有朝臣上奏禁止障车婚俗，唐睿宗

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规定：“王公已下嫁娶，比来时有障车，既亏名教，特宜禁断。”([1], p. 1529) 
但是，政府对障车的限制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民间依然存有许多障车的习俗，其带来的弊端也越

来越明显。卷 243《崔玄信》记载：唐代刺史裴惟岳贪婪残暴，非法收取了许多金银财宝。一次，“有首

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统，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31]。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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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障车居然成为了某些官员剥削人民、掠夺财富甚至是想要戏弄新妇的借口。 
唐代有人家在缔结婚姻时，特别是女方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逃避障车的礼俗，在卷 494《修武县民》

中记载了一个逃避障车的故事：修武县一户人家嫁女儿，女方的父亲害怕村里人挡住了婚车，就借了好

马，让女儿骑着它。女方的弟弟骑着驴在后边跟着，在车后百步以外走着。即使如此费尽心思躲避障车，

女方还是被人劫走，最终还是被强奸断舌，十分悲惨[32]。 

3.2.3. 经济利益与人性泯灭导致障车屡禁不止 
对比《太平广记》和唐律，可知在唐代，民间妇见礼的习俗大多与唐律中所规定的一致。随着时代

的发展，法律规定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在障车习俗中，虽然法律已经明令废止，并且国家多次强调，但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障车之俗只是稍有遏制，成效不大，仍然存在于唐代时期。《太平广记》中有许多障

车带来不良影响的例子，甚至有女家采取各种措施逃避障车却依然让女方遭到迫害的故事。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一些经济利益掺杂在其中，哪怕法律要求的再严格，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官员还是可以通过障

车这一礼俗来剥削百姓掠夺大量财富。除此之外，还有人性的泯灭，有一些素质底下的人将戏弄新妇作

为乐趣，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会对新妇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损害了女子的声誉，甚至会导致新

妇被丈夫休掉，十分悲惨。 

4. 男权社会下婚姻关系的解除 

4.1. 强制离婚的七出与义绝 

1. 七出。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是由丈夫强迫妻子与其离婚，即所谓“出妻”。唐律规定，妻子

如果犯以下七条法令，丈夫就可以强制离婚。《唐律疏议》规定七出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

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2], p. 224)。即无法生育、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发生关系、不孝顺公婆、

喜欢说别人闲话、偷东西、嫉妒心重、患有严重疾病这七种情况。七出的规定，使得女子在家庭生活中

担惊受怕、如履薄冰。 
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七出的情况，《太平广记》记载：三史严灌夫在旅游途中与北陵虔亭一书香

门第的女儿慎氏相识相恋并结为夫妻，但“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33]。在

这个故事里，慎氏十多年没有生儿育女，她的丈夫灌夫因为没有孩子就要把她休掉，让妻子回到老家。 
2. 义绝。相对于七出来说，义绝下的离婚更具有强制性。《唐律疏议》对义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

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

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2], p. 224)义绝规定的

行为十分广泛，包括丈夫对妻族、妻子对夫族的殴打、责骂、杀害等。只要官府审查判定夫妻双方任意

一方触犯到义绝，就会强制他们结束婚姻关系，并处罚不肯离异的人，没有通融的余地。“诸犯义绝者

离之，违者徒一年。”([2], p. 224)由此可知，义绝的强制离婚的效力是其他离婚方式无法比拟的。 
仔细分析这些法条，不管是七出还是义绝，其实大多都是对妻子的严格规定，她们只要有过错，妇

女就要承担所有责任。七出、义绝将离婚的主动权赋予男性，允许丈夫提出强制离婚，这使得妇女始终

处于低下的地位。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思想体系下的女性从属于男性、

女性需要遵守三从四德等礼法观念使得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没有绝对的自由[34]。 

4.2. 赋予妇女一定自由的和离制度 

4.2.1. 唐律对和离的规定 
和离即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感情破裂，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和离制度是唐代开创的，从唐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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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式写入法律。纵观唐代法律，和离制度在《唐律疏议》中仅有一条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

者，不坐。”([2], p. 224)在和离制度中，法律充分考虑到了夫妻双方的意愿，只要双方任意一人想要终止

婚姻，且夫妻双方感情出现问题，离婚态度一致，经过协商就可以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和离与七出、义

绝在形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和离制度下夫妻二人均被看作是共同的行为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35]。唐

代这种充分考虑夫妻意愿，给予双方离婚自由的立法，不仅在当时极具开创性，就是对于当代婚姻法的

制定也依然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4.2.2. 《太平广记》与敦煌放妻书中的和离 
唐代社会极其重视伦理道德、宗法礼仪，但也存在夫妻因感情不和谐而协议离婚即和离的情况。在

此以《太平广记》和敦煌出土的放妻书为例。 
《太平广记》记载：“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36]在这里李逢年就因为和妻

子郑昉感情不和而提出离婚。卷 168《江陵士子》中，居住在江陵的一位读书人因为要出门收集题诗书

画，临走前对他的妻子说：“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15], p. 1224)结果他五年后还没有回家，他们

就离婚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夫妻双方通过口头协议而离婚的和离制度。在唐代还有妇女提出离婚的现象，

在《太平广记》卷 495 中，杨志坚的妻子嫌他家境贫困，向他要休书请求离婚，颜真卿虽然同情杨志坚，

但是也无法阻拦他的妻子，只能任由她改嫁[37]。唐代不仅女方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而且女方的家人也有

这个权力。在《太平广记》卷 270《吕荣》中，女子吕荣嫁给了赌徒许升，吕荣多次劝他钻研学业，但许

升还是不愿修养自己的品行。吕荣的父亲在目睹女婿无能、女儿受苦后怒不可遏，劝女儿改嫁，“乃呼

荣欲改嫁之”[38]。 
和离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中也有体现。《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一书中的隋唐五代部分搜集整理了

二件九世纪的教煌放妻书、五件十世纪的敦煌放妻书，这七件放妻书均体现出唐代和离制度的一些特征，

比如离婚原因均为夫妻不和，双方都情愿离婚，和离有一定的程序，男方也同意允许离异后女方再嫁等

[35]。 
和离的原因还有很多，有因为父母病重，女方提出离婚，而去赡养父母。《旧唐书》卷 193 记载：

“刘寂妻夏侯碎金，父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夫不违其志。”[39]也有女方因为男方生

病，无法忍受而提出离婚。比如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右庶子吕让将侄女嫁给了曹萧敏，他们有两个孩

子。然而开成三年(838)，曹萧敏却患上了精神病，两人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女方就提出了离婚[40]。 

4.2.3. 胡婚习俗影响、妇女地位提高等因素导致和离现象出现 
在《太平广记》、放妻书及一系列史料与唐律的对比中，总结发现虽然在封建社会中依然是以男权

为主导，但是唐代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享有离婚自由的，她们敢于打破七出、义绝这类强制离婚的枷锁，

能够勇敢地追求幸福，这表明在唐代女性的地位已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唐代的法律制度也跟随社会

现实中和离的普遍而不断完善发展，对于现实的婚姻礼俗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于妇女的权利予以保护。 
分析其原因，首先与唐代的民族融合有关。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唐代的婚姻深受胡

婚习俗影响，胡人并不歧视妇女，因为在胡人的观念里，母亲的地位是先于父亲的，其风俗也是“重妇

女而轻丈夫”。胡族的妇女在婚姻、家庭、社交等方面享有更多自由，这对唐代汉民族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妇女敢于挣脱封建礼法的桎梏，努力改变自身的处境，提高社会地位。其次，受到儒家思想衰微，

多种外来宗教传入的影响，唐代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有所下降。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中，

唐代女性能够勇敢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大胆拒绝不幸的婚姻。此外，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登基也促进了和离现象的出现。她在位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封建社会中传统的

男尊女卑观念，为提高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唐代并不忌讳女性离婚和改嫁。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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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强盛的国家实力、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妇女在选择配偶、解除婚姻关系、丧夫再

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与前代相比也少了许多限制与束缚。所以和离制度的出现符合唐代社会发

展的趋势。 

5. 结语 

在对比唐律中婚姻制度与《太平广记》中婚姻礼俗的过程中，总结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现实

都是与法律规定相一致的。但在严密的婚姻律法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反法定婚姻制度的婚姻实态，

《太平广记》、唐代墓志和放妻书等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内容生动地反映出唐代婚姻生活具有与其他时

代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由此可知，唐代社会的婚姻礼俗与婚姻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也出现了许

多不符合礼法与伦理的婚姻现象。与此同时，唐代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又在矛盾冲突之中不断磨合，互

相适应，有关婚姻制度的法律条文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总体而言，唐代社会的婚姻现实是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的，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有对法律制度的严格遵守，也有对法

律制度的大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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